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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Using the data from a multi-site survey called “The Willingness and Attitudes of Ordinary

Urban Chinese Citizen toward Social Donation” , which was par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China' s Social Donation System” , this article firstly came to

deal with several critical issues with regard to the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s of the general

urban population toward social donation:the degree of discretionary power of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 that

they endowed the social donation agency;the expectations and demands they bore on the social donation

agency;the two main suggestions that they gave to the social donation agency of the direction of it' s

credibility-construction;and the micro-mechanisms that might promote potential donors to exert their

donation.Secondly , this article examined the social cognitive statuses of ordinary urban citizens toward

various social philanthropic and voluntary activities and organizations.Thirdly , after synthesized a new

index called “susceptibility of certain demographic subgroups toward future social donation” , this article

identified several important determinants which would mostly influence ordinary urban citizen' s potential

willingness to donate based on two regression modals:that is , the more educated , the more well-done in

their socio-economic situation , the more willingly of the subgroup to donate.

一 、问题的提出

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和志愿行动的参与 ,作为公民社会参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今世界许多

国家都有长足的发展(Ellis &Noyes ,1978;Douglas ,1983;Wuthnow ,1991),近期更是有学者提出了“全球公

民社会”的概念(Salamon ,1999)。在我国 ,随着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的开展 ,这一论题也逐渐受到学界的

重视 ,尤其是有关第三部门的理论研究(王绍光 ,1999;苏力 、葛云松 、张守文 、高丙中 , 1999;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 ,2001;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非营利组织研究委员会 ,2002),以及针对非

营利组织 、NGO和志愿行动领域的专门研究(康晓光 ,2001;邓国胜 , 2001;丁元竹 、江汛清 , 2001),已经初

步形成了志在探索我国社会公民社会参与道路的学术努力。但这一努力总的来说 ,或是以一般性的理

论探讨和介绍的面目出现(李亚平 、于海 ,1998;赵黎青 ,1998;王名 、刘国翰 、何建宇 ,2001;吴锦良 ,2001),

或是针对具体的社会公益事业 、机构和项目的个案研究(孙立平 、晋军 、何江穗 、毕向阳 ,1999;郭于华 、杨

宜音 、应星 ,1999;希望工程效益评估课题组 , 1999;周志忍 、陈庆云 , 1999;郑功成 、张奇林 、许飞琼 , 1999;

王名 , 2000 、2001;杨团 ,2001),因此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相对的不足:首先 ,这些研究主要是以社会公

益和慈善活动 ,以及非营利组织和NGO为关注对象 ,而很少以作为参与动员对象的公民和市场组织为

关注对象;其次 ,这些研究主要使用了定性研究方法和定性数据 ,而真正根据问卷调查得来的定量数据

撰写的研究论文还很少见 。当然 ,事实上也已经有学者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杨团 , 2002;马伊里 、杨团

主编 ,2002),但他们主要是从作为潜在捐助对象的企业和公司的社会参与这一视角出发的 ,而不是以普

通公众为关注点 。本文通过使用《都市地区普通公众捐助意愿》的问卷调查数据 ,对我国都市地区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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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捐助意愿和行为取向进行专门分析 ,希望能够弥补以上两个不足 ,以期扩展后续研究的视野 。

二 、关于“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制度评估和创新”课题

2002年4月 ,受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的委托 ,笔者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了“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制度

评估和创新”这一课题。课题组的主要目标是希望对我国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 6年来的开展情况 、组织

机制 、运行绩效和所遇到的制度与政策问题 ,进行科学严谨的评估 ,并在评估信息的基础上 ,为经常性社

会捐助活动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制度创新的建议 。

作为我国社会互助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社会中一项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 ,经常性社会

捐助活动是由民政部门发起并主导的一项日常工作 ,主要内容是“募集城市居民和单位闲置不用的衣

被 、文具 、家具和电器等各类物品 ,通过遍布各社区居委会 、街道的社会捐助站点集中起来 ,运到贫困地

区和受灾地区 ,送到需要它们的人们手中 ,实现这些物品的利用价值 ,也带去城市人民的深情厚意” 。社

会捐助工作主要是以募集衣被等物品为主 ,同时也接收社会各界的自愿捐款。从 1996年民政部门正式

开展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以来 ,工作的空间范围逐步扩大 ,从最初的几个示范城市(如北京 、大连 、上海

等),到目前我国各大中城市都已建立了社会捐助工作站点 ,并开始逐步形成以社区为基础的捐助网络。

从活动开展的形式上看 ,早期的社会捐助工作是以集中募集为主的 ,即在每年的 4月或 10月开展集中

募集月的活动。但是 ,随着社会捐助网点的广泛设置 ,为了满足广大捐助者随时随地就能捐赠的愿望 ,

已经出现了一年四季都能接待捐赠者的社会捐助工作站点 ,因此 ,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已经开始从一年

一度的经常性活动 ,转变为一年四季都在开展的活动(孙绍骋 、刘自文 、张杰 ,1997;孙绍骋 、张杰 、唐钧 、

任振兴 ,1998)。

三 、关于《都市地区普通公众捐助意愿》问卷调查

《都市地区普通公众捐助意愿》问卷调查是“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制度评估和创新”课题组在捐助地

进行的 4个问卷调查之一①,其主旨在调查我国都市地区的普通公众在参加社会捐助活动和其他社会

公益活动方面的意愿和行为取向。这一问卷调查在课题组选定的4个样本城市 ———大连 、上海 、杭州和

北京 ———实施 ,原定每个城市采集样本量100个 ,但由于调查时间有限 ,加上采用的调查方法比较费时 ,

因此最终除了大连市得到了 100份有效样本之外 ,其余三个城市都没有完成原定样本数 ,分别为:上海

71份 、杭州 88份 、北京 79份 ,样本总数为 338份 。

问卷的具体填答主要采用街头判断抽样的方式进行 ,由调查员② 和被访对象以面对面一问一答的

方式完成 。判断抽样的标准主要是两条:年龄和性别 ,即调查员在选择被访对象时 ,必须兼顾被访对象

的年龄和性别分布。由于调查员对判断抽样标准的把握比较好 ,因此我们的样本在年龄和性别上的分

布结构大致均衡(见表 1和表 2)。

　　从表 1来看 ,各年龄组大致成正态分布的趋势 ,仅 21-30岁这一年龄组的调查对象稍多一些。对

这一年龄组的抽样倾斜主要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第一 ,由于我们在街头 、百货商场 、食品店和广场等公

共空间内实施判断抽样 ,这一年龄组的人出现在这些场合的概率相对较高;其次 ,由于调查员的年龄都

属于这一段 ,因此 ,他们比较容易通过简单的互动 ,获得同年龄调查对象的同意 ,进行面对面的调查 ,而

且这一年龄段的人也比较开放 ,拒绝率较低 。而表 2的性别分布数据 ,则基本上符合 1比 1的男女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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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调查员除了作者之外 ,还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0级硕士研究生王列军 、张翔 、罗守峰 、王俊秀 、杨颖琳 , 2001级硕士研究生张
茂元 、何欣 ,以及 2002级硕士研究生张闫龙和朱斌。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

另外 3个问卷调查分别是《捐助接收机构工作人员普查》 、《个体捐助者捐助行为》和《企业界人士捐助意愿》 。



　表 1　 四城市样本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分组
样本所在城市

北 京 大 连 杭 州 上 海
合 计

16-20 岁 3(3.8) 6(6.0) 9(10.2) 9(12.7) 27(8.0)

21-30 岁 22(27.8) 38(38.0) 25(28.4) 19(26.8) 104(30.8)

31-40 岁 18(22.8) 28(28.0) 17(19.3) 15(21.1) 78(23.1)

41-50 岁 17(21.5) 14(14.0) 18(20.5) 13(18.3) 62(18.3)

51-60 岁 9(11.4) 9(9.0) 10(11.4) 11(15.5) 39(11.5)

61岁以上 10(12.7) 5(5.0) 9(10.2) 4(5.6) 28(8.3)

合 计 79(100.0) 100(100.0) 88(100.0) 71(100.0) 338(100.0)

　　注:括号内为纵栏的百分比数据。

　表 2　 四城市样本调查对象的性别分布情况

性 别
样本所在城市

北 京 大 连 杭 州 上 海
合 计

男 性 44(55.7) 48(48.0) 45(51.1) 38(53.5) 175(51.8)

女 性 35(44.3) 52(52.0) 43(48.9) 33(46.5) 163(48.2)

合 计 79(100.0) 100(100.0) 88(100.0) 71(100.0) 338(100.0)

　　注:括号内为纵栏的百分比数据。

四 、都市地区普通公民的总体社会态度 、捐助意愿和行为取向

1.作为社会捐助行动之基础的社会态度

为了从总体上对都市地区普通公众的社会态度进行了解 ,我们专门设置了一组与公众参与社会捐

助直接相关的态度题 ,包括他们对贫困现象和贫富分化现象的看法 ,对社会捐助活动成效的判断 ,以及

他们对自己参与动机的定位等 。全体调查对象对这一系列态度陈述的具体回答结果见表 3。

　表 3　 与社会捐助行动相关的公众总体社会态度 (%)　

态度陈述 同意 不同意

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自然消除贫困 37.7 62.3

消除贫困主要是政府的事 ,和社会没关系 10.5 89.5

目前我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78.8 21.2

有钱人应该积极参加社会捐助 ,多捐一点 84.1 15.9

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 应该把闲置不用的物品捐给需要它们的人 95.8 4.2

善有善报 ,参加社会捐助是在做善事 89.5 10.5

社会捐助活动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人群 92.2 7.8

参加社会捐助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82.9 17.1

企业 、单位等机构比个人力量大 , 它们应该是社会捐助的主力 76.7 23.3

　　从表 3来看 ,对于每一条态度陈述 ,调查对象似乎都做出了非此即彼的回答 ,换句话说 ,就每一条态

度陈述而言 ,不是同意的人占绝对多数 ,就是不同意的人占绝对多数。这充分表明 ,都市地区的普通公

众在回答这些与人们的社会捐助意愿直接相关的态度题时 ,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 ,他们都认为

应该把闲置不用的物品捐出去;也承认社会捐助活动的确能够帮助贫困人群;并且绝大多数人也仍然保

持着参加社会捐助是在做善事这样一种传统观念;此外 ,近九成的公众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大众在消除贫

困的努力中 ,也能协助政府出一点力;因此 ,他们把参加社会捐助看作是公民的一种义务 。相对而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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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有钱人是否应该多捐一点 、企业和单位是否应该比个人奉献更多的资源 ,以及社会发展是否可以自

然消除贫困这三个问题上 ,不同意的比例要稍高一些 ,这实际上表明了我国公众认为参与社会捐助不应

该附设强制性要求的主观立场:对于他们来说 ,捐助的自愿性是必须尊重的 。

2.都市地区公众目前的参与度和未来参与意愿

问卷还对都市地区普通公众目前参与社会捐助的现状和未来的参与意愿进行了调查 。与此相关的

问题包括:(1)您到目前为止是否参加过社会捐助活动? (2)如果参加过 ,您今后是否还愿意继续参加这

项活动? (3)如果没有参加过 ,您今后是否愿意参加这项活动 ? (4)除了社会捐助活动之外 ,您是否参加

过其他的捐助活动? 表 4给出了公众对这 4个问题的具体回答数据 。

　表 4　 公众的目前参与度和未来参与意愿

问题项 数据统计结果

1.您是否参加过社会捐助活动?
———338份有效样本中 , 有 306 人(90.5%)参加过社会捐助活动 , 其中参

加过集中募集的 237 人 ,经常性捐助的17人 , 两者都参加过的 52人

　　1-1 您今后是否还愿意继续参加

这项活动?

———306份有效样本中 ,除 16 人未回答外 ,回答“愿意继续参加”社会捐助

活动的 268 人(92.4%),“不愿意”的 9人 ,“不知道”的 13人

　　1-2 您今后是否愿意参加这项活

动?

———32 份有效样本中 , 除 2 人未回答外 , 回答“ 愿意参加” 的 24 人

(80.0%), 回答“不愿意”的 2人 , “不知道”的 4人

2.除了社会捐助活动 , 您是否参加过

其他捐助活动?

———338份有效样本中 , 有 320 人(94.7%)参加过其他捐助活动 , 只有 18

人(5.3%)没有参加过

　　从表 4来看 ,我国都市地区普通公众参加过社会捐助和其他捐助活动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超过了九

成。这充分说明 ,现阶段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已经把绝大多数的都市公民动员起来了 ,尤其是通过集中

募集这样的组织化动员进程。而在今后参与社会捐助活动的意愿方面(无论以前是否参加过社会捐助

活动),分别有 92.4%和 80.0%的公众表示愿意参加。可见 ,无论从都市地区普通公众目前的参与情况

来看 ,还是从他们各自的未来参与意愿来看 ,大家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

3.参与过程中的种种意愿和行为取向:都市地区公众对捐赠接收机构的处置权的认可度

一个有着捐助意愿的普通公众 ,究竟会对自己的参与过程 ,包括自己的参与形式 ,以及自己赋予捐

助接收机构的自由处置权等等 ,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向 ?这涉及到以下问题:(1)未来选择参加社

会捐助活动时 ,是更喜欢参加集中募集 ,还是经常性捐助? (2)在捐助时是否会提出附带要求(比如指定

捐给哪个地区)?(3)是否同意捐赠接收机构在必要时对捐赠款物的去向做调整 ? (4)是否同意捐赠接

收机构在必要时对捐赠物品进行变卖(变卖得来的钱仍然用于贫困地区和灾区)? (5)是否同意捐赠接

收机构可以从所接收的捐赠款物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工作经费? 表5给出了调查对象对上述 5个问题的

相关回答数据。

从表 5来看 ,我们大致可以得到如下的信息:(1)尽管目前我国都市地区公众参与社会捐助活动的

主要形式是参加集中募集月的组织化动员进程 ,但是在未来参与形式的选择上 ,已经有更多的公众把参

加经常性捐助当作自己最喜爱的参与形式。(2)我国公众在参加社会捐助活动时 ,绝大多数(将近九成)

都不会提出附带要求 ,这一方面是和目前占主导地位的集中募集这一参与形式有关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

公众对主持社会捐助活动的各级民政部门有较高的信任度。(3)与公众在捐助过程中的前一条行为特

征相一致 ,绝大多数(86.2%)的调查对象同意捐赠接收机构对捐赠款物的去向做出调整 ,因为公众基本

上承认捐赠接收机构对捐赠款物拥有自由处置的权利 。(4)公众赋予捐赠接收机构的自由处置权 ,除了

对捐赠款物的去向进行调整之外 ,还包括对运输不便或受捐地不适合使用的捐赠物品进行拍卖的权利 ,

只是公众对拍卖这一处置权的认可程度要稍低于对去向调整这一处置权的认可程度 。(5)最后 ,我国都

市地区的公众还在一个十分关键的自由处置权———即捐赠接收机构可按比例提取工作经费———上 ,表

现出了一定的认可度:46.8%的调查对象认为捐赠接收机构“可以”拥有这一处置权 ,超过认为“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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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对象近 5个百分点。由此 ,我们可以总结出现阶段我国社会捐助活动的两大特征:一是公众参与

的形式 ,将逐渐由短期内组织化的资源动员模式(即以集中募集为主),向经常化的日常捐赠的方向发

展;二是总的来看 ,我国都市地区的普通公众在参与社会捐助活动时 ,由于他们对捐赠接收机构持有较

高的信任度 ,因此将赋予捐赠接收机构在处置捐赠款物方面以较高的自主权。

　表 5　 都市地区普通公众参与社会捐助活动过程中的种种意愿和行为取向分析

问题项 数据统计结果

1.您未来参加社会捐助时 , 是更愿意参加

集中募集 ,还是更愿意参加经常性捐助?

———331份有效样本中 , 114 人(34.4%)更喜欢参加集中募集 , 125 人

(37.8%)更喜欢参加经常性捐助 , 92人(27.8%)认为两者都可以

2.您在捐助时是否会提出附带要求?
———329份有效样本中 , 24 人(7.3%)会在捐赠时提出附带要求 , 294

人(89.4%)不会提出附带要求 ,另有 11 人(3.3%)回答“不知道”

3.您是否同意捐赠接收机构在必要时对捐

赠款物的去向做出调整?

———334份有效样本中 , 288 人(86.2%)同意捐赠接收机构对捐赠物

去向做必要的调整;而不同意的只有 24 人(7.2%), 另有 22 人

(6.6%)回答“不知道”

4.您是否同意捐赠接收机构在必要时对捐

赠物品进行变卖(变卖得来的钱仍然用于

贫困地区和灾区)?

———334 份有效样本中 ,同意捐赠接收机构在必要时对捐赠物品进行

拍卖的有 215 人(64.4%),而不同意的也有 98 人(29.3%),另有 21 人

(6.3%)回答“不知道”

5.您是否同意捐赠接收机构可以从所接收

的捐赠款物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工作经

费?

———329 份有效样本中 ,认为捐赠接收机构可以从捐赠款物中提取一

定比例作为工作经费的有 154人(46.8%), 同时也有 139 人(42.2%)

认为不可以 , 另有 36人(10.9%)回答“不知道”

　　4.对捐赠接收机构的期望和要求

与都市地区公众的未来参与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 ,潜在捐助者对捐赠接收机构有着什

么样的期望和要求 ,以便公众能够更加顺利地实施他们的捐助行为。我们设计了一系列选项 ,表 6给出

了调查对象的具体回答数据。

　表 6　 公众对捐赠接收机构的期望和要求 (%)　

期望和要求 获选比例

我希望我家附近就有捐助站 ,这样捐起来比较方便 61.4

我希望捐助站能够上门接收 ,这样想捐就能捐了 18.3

我希望捐助站能够介绍受捐地的贫困状况和受捐效果 57.2

我希望自己能去受捐地亲眼看一看 19.2

我希望捐助站能够定期公布捐赠款物的去向 46.7

我希望新的捐助站点成立时 ,能够及时让人们知道 21.0

我希望捐助者能够对捐助接收机构的工作实施监督 41.9

　　说明:由于本题最多可选三项 ,因此百分比的合计数超过了 100%。

　　从表 6来看 ,公众最期望要求解

决的问题分别是:(1)捐助的方便程

度 ,表现为捐助站点的设置能够达到

一定的覆盖面;(2)要求了解受捐地的

贫困状况和受捐效果 ,由此不但能够

更好地了解并评估受捐地的需求类

型 ,并且间接地从受捐地反馈回来的

受捐效果 ,使得捐助者得到了一定的

回报 , 从而激发进一步的捐助行动;

(3)公众对捐赠接收机构的运作 ,希望

能够实施一定的监督 ,不但捐赠接收机构应该定期公布捐赠款物的去向 ,而且应该建立起切实可行的制

度和措施 ,加强捐助者作为重要的监督方的角色功能。

5.捐助接收工作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是什么:捐赠接收机构公信度建设的两个方向

要想提升都市地区参与社会捐助活动的热情 ,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捐赠接收机构在公众心

目中的公信度。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我国都市地区一般公众愿意较多地赋予社会捐助接收机构以较高

的自主处置权(参见表5),这充分表明了捐赠接收机构在公众心目中还是有着较高的公信度的 。但是 ,

我们同时也发现 ,作为潜在捐助者的公众也希望能够加强对捐赠接收机构运作情况的监督(参见表 6),

因为在他们对捐赠接收工作当中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是什么的判断中 ,隐含着对社会捐助活动公信度

的深切关心 ,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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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您觉得捐赠接收工作中最有可能

发生的问题是什么?” (%)　

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 获选比例

贪污 、截留和挪用 51.4

捐赠款物没有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37.7

过分强调新闻炒作 ,夸大业绩 6.7

运作成本太高 2.4

效率太低 1.8

　　从表 7来看 ,都市地区公众认为捐赠接收工作中

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1)各级捐赠接收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所接收的捐赠款物进行了贪污 、截

留和挪用 ,从而违背了社会捐助活动的宗旨 ,毁损了社

会捐助活动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形象;(2)捐助者还担

心 ,由于捐赠接收机构的工作失误 ,导致捐赠款物没有

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后一点对潜在捐助者的捐赠热

情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因此 ,社会捐助接收机构公

信度的建设 ,主要涉及两个主导目标 ,即除了自身的廉

洁建设之外 ,还必须提高受捐的效果 ,即捐赠款物真正用到了救助最迫切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 。

6.公众捐助行动的促发机制

在微观层面上 ,我们还可以讨论都市地区的普通公众 ———他们也是未来社会捐助活动的潜在参与

者———在实施捐助行动时的具体的可能促发机制:即当人们做出捐助的决定时 ,他们所处的是什么样的

场景。对这些微观促发机制的了解 ,为捐助接收机构未来资源动员策略的设计 ,将提供十分重要的信

息。表 8给出了调查对象对我们所列举的 、可能在社会捐助领域中起作用的一系列微观促发机制的选

择情况。

　表 8　 “以下所列各条中 ,哪几条会让您做出捐赠的决定?” (%)　

微观促发机制 获选比例

从电视 、报纸上看到或听到有关社会捐助的消息时 ,可能会想到去捐赠 52.0

整理闲置衣物或处理杂物时 ,可能会想到拿去捐助 49.2

接到动员捐助的宣传材料时 ,可能会参加捐助 50.2

在单位听到动员捐助的文件传达时 ,可能会参加捐助 59.5

看到社会捐助站的标记时 ,可能会想到什么时候来捐赠 21.0

家里拆迁 ,需要处理不想要的物品时 , 可能会想到捐给捐助站 30.6

家里用品淘汰下来了 ,又占地方 , 可能会想到捐给捐助站 35.7

换季时 ,可能会想到把换下来的衣被捐给捐助站 23.1

听到哪儿发生灾情时 ,可能会想到去捐赠 60.1

看到电视或报纸上报道别人捐赠的事迹时 , 可能会想到自己也去捐赠 24.0

　　说明:由于本题为多选题 ,因此百分比的合计数超过了 100%。

　　从表 8来看 ,我们大致归纳出推动潜在捐助者实施捐助行动的几条最重要的微观促发机制:(1)灾

情回应模式 ,即我国都市地区的公众最有可能对突发灾害做出捐赠的回应 ,这一点 ,也正是大灾之年政

府部门或民间公益组织动员全民参与救灾的合法性依据之一。(2)工作单位长期以来一直是组织化资

源动员的最重要场所 ,因此 ,它仍然保留着推进大众式社会参与的职能 ,而推动社会捐助活动只是其中

的一项任务。(3)媒体在引导公众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因此 ,包括社会捐助活动

在内的各类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 ,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的宣传和引导作用 。(4)物品的更新换代 ,

结合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进步 ,导致有大量的剩余资源可供捐赠之用。

五 、普通公民对各类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及志愿行动的社会认知度

在对我国都市地区普通公众参与社会捐助活动的种种态度和行为取向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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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我们要对普通公众对各类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以及志愿行动的社会认知度 ,做一简要的测量和评

估。首先来看普通公众对有代表性的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的认知度。在问卷调查的开始部分 ,我们开

列了 8个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的名称 ,看看调查对象是否知道这些活动。表 9给出了调查对象的选择

结果 。

　表 9　　　都市地区普通公众对代表性社会公益

　　和慈善活动的认知度

代表性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 知道的比例

希望工程 99.7

阳光工程 45.6

光彩事业 11.2

春蕾计划 33.1

大地母亲水窖行动 8.9

幸福工程 22.2

微笑工程 20.4

慈善“一日捐” 26.9

　　说明:由于本题为多选题 ,因此百分比的合计数超过了

100%。

　　从表9来看 ,希望工程几乎得到了完全的社会认知

度(99.7%),充分表明希望工程作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

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其

他较为知名的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还有阳光工程和春蕾

计划 ,分别达到了 45.6%和 33.1%(前者是因为有农夫

山泉的广告宣传效应 ,而后者则由于它与希望工程的紧

密联系而为人所知)。其余如慈善“一日捐” 、幸福工程和

微笑工程 ,也有超过二成的社会认知度。总体而言 ,我国

都市地区普通公众对各类代表性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的

认知度已有一定的基础 ,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作为测量都市地区普通公众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

认知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还特意把公众对志愿行动

领域的信息占有量当作一个分指标来使用 。我们在问卷

中给出了我国志愿行动领域的三条信息 ,考察调查对象是否知道这些信息 。具体数据参见表 10。

　表 10　 都市地区普通公众对我国志愿行动领域代表性信息的认知度

我国志愿行动领域的三条信息 知道的比例

大学生和研究生到西部中小学志愿当老师 89.3

中国向老挝派出常年海外志愿人员 24.3

国内某些跨国企业对员工有每年必须参加一定时间志愿活动的要求 26.4

　　从表 10来看 ,情况和表 9所示相差无几 ,即都市地区的普通公众 ,无论就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的社

会认知度而言 ,还是就志愿行动的社会认知度而言 ,都表现出了对最具代表性的活动或事件的高度认知

(在这里 ,分别是“希望工程” 、“大学生和研究生到西部中小学志愿当老师”),但是对这两个领域的深度

认识和深度资讯占有 ,还没有得到十分的普及 。因此 ,我们目前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都市地

区普通公众对上述两个领域的社会认知度的具体水平———我们假定这一社会认知度的水平高低 ,将极

大地影响到他们未来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志愿行动的可能性———而言 ,目前还都只停留在较初级的水

平上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六 、“捐助敏感度”指标的建构和回归模型的提出

至此 ,我们主要使用了频数分布这一描述性数据 ,对都市地区普通公众在参与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

方面的种种态度 、意愿和行为取向 ,以及他们对我国社会中其他各类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及志愿行动的

社会认知度进行了详细地阐述 。接下来 ,我们希望能够借助《都市地区普通公众捐助意愿》问卷调查所

提供的解释性数据 ,建立起预测都市地区普通公众未来参与社会捐助活动及其他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

的可能性的一般机制 ,并以线性回归模型的形式表现出来。

1.因变量的建构:捐助敏感度

在我们的回归模型中 ,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名为“捐助敏感度”的因变量 ,这个因变量是我们综合

《都市地区普通公众捐助意愿》问卷中所设计的一系列因变量而建构出来的 ,它所测量的是我国都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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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普通公众未来参与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水平 ,即他们对诸如此类的社会公益

和慈善活动的认同和投入程度 ,以及贡献资源的可能性 。

“捐助敏感度”是由一系列次级的因变量组合而成的 ,这些次级的因变量体现在《都市地区普通公众

捐助意愿》调查问卷所设计的一系列问题之中 ,其内容涉及到以下5个方面:(1)人们对经常性社会捐助

活动的理念和可行性的认同程度———“您是否认同社会捐助活动的理念? 您是否认为这是一项可行的

献爱心活动 ?”(2)人们以前参加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的经历———“您为希望工程捐过款吗? 1998年抗

洪救灾时您参加过捐赠吗 ?”(3)人们对我国现有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及志愿行动的社会认知度 ———“以

下所列各项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 ,您知道哪些 ?”(参见表9)和“您是否知道下列有关志愿行动的事情?”

(参见表 10)(4)人们未来的参与意愿———“无论您目前是否参加过社会捐助活动 ,您未来是否愿意参

加?”“在国外的慈善和社会捐助机构中 ,常常有许多志愿人员加入 ,请问您是否愿意在捐助接收站点做

志愿者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慈善和公益活动大多由民间非营利组织来承担 ,您觉得我国的社会捐赠

工作是否也应该采取这种形式 ?”(5)对目前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饱和度的判断———“目前各类社会捐助

活动是否太多了 ?”

在明确了建构“捐助敏感度”因变量的各个次级因变量的来源问题之后 ,我们必须对每个来源问题

的相关选项进行赋值处理 。表 11给出了我们的具体赋值方案 。

　表 11　 构成“捐助敏感度”因变量的各个次级问题的赋值方案

次级问题 赋值方案

“您是否认同社会捐助活动的理念?” 认同 = 1;不知道 = 0;不认同 = -1

“您是否认为这是一项可行的献爱心活动?” 可行 = 1;不知道 = 0;不可行 = -1

“您为希望工程捐过款吗?” 捐过 = 1;没捐过 =0

“ 1998 年抗洪救灾时您参加过捐赠吗?” 参加过捐赠 = 1;没参加过捐赠 = 0

“以下所列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 , 您知道哪些?”
知道 5—8 项 = 2;知道 3—4项 = 1;知道 1—2项 = 0;知道

0项 = -1;

“您是否知道下列有关志愿行动的事?” 知道 2 项以上 = 1;知道 1 项 = 0;全不知道 = -1

“您未来是否愿意参加社会捐助活动?” 愿意 = 1;不知道 = 0;不愿意 = -1

“您是否愿意在捐助接收站点做志愿者?” 愿意 = 1;不知道 = 0;不愿意 = -1

“我国的社会捐赠工作是否也应该由民间非营利

组织来承担?”
应该 = 1;不知道 = 0;不应该 = -1

“目前各类社会捐助活动是否太多了?” 还太少=2;还可以 = 1;不知道 =0;确实太多了 = -1

　　说明:为了统计方便 ,未回答各个问题的调查对象 ,其在该项问题上的赋值也为“ 0” 。

　表 12　 我国都市地区普通公众“捐助敏感度”

指数的频数分布(N=338)

捐助敏感度

指数得分
频数 百分比

捐助敏感度

指数得分
频数 百分比

-3 1 0.3 5 50 14.8

-1 5 1.5 6 50 14.8

0 3 0.9 7 49 14.5

1 6 1.8 8 52 15.4

2 8 2.4 9 47 13.9

3 17 5.0 10 26 7.7

4 16 4.7 11 8 2.4

　　从表 11来看 ,通过对上述次级问题做赋值处理并加总 ,每位调查对象最终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捐助

敏感度”指数 ,其取值范围为[ -8 ,12] ,取值越高 ,则该调查对象的捐助敏感度越高 ,他未来投入到社会

公益和慈善活动中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反之 ,取

值越低 ,则该调查对象的捐助敏感度越低 ,他未

来投入到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中去的主动性就

越低。当然 , “捐助敏感度”这个指标的效度如

何 ,与我们所选择的次级问题是否能够真正反

映调查对象未来参与和投入社会公益和慈善活

动的真实意愿非常相关。我们希望上述 5个方

面的次级问题 ,能够比较有效地反映调查对象

的真实意愿。通过赋值和加总计算之后 ,我们

获得了关于中国都市地区普通公众“捐助敏感

度”指数的一个频数分布表。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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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12来看 ,与理论上的取值范围[ -8 ,12]相比 ,实际的取值范围为[ -3 ,11] ,呈现一个较明显的

右偏态分布态势 。全部调查对象的平均得分为 6.53 ,还是比较高的。

2.自变量系列

在《都市地区普通公众捐助意愿》调查问卷中 ,我们使用了一系列自变量 ,包括:(1)年龄;(2)受教育

程度;(3)政治面目;(4)就业状态;(5)个人收入水平;(6)家庭人均收入;(7)是否有宗教信仰;(8)是否参

加社团组织。表 13给出了这些自变量的具体赋值状况。

　表 13　 有可能影响“捐助敏感度”的各个自变量的赋值状况

可能的自变量 赋值方案

年龄分组 16-20岁=1;21-30=2;31-40=3;41-50=4;51-60岁=5;60岁以上=6

受教育程度 没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4;中专 大专=5;大学=6;硕士及以上=7

政治面目 党员=3;团员 民主党派=2;普通群众=1

就业状况 有工作=3;已经退休 还在上学=2;下岗了 没有工作=1

个人收入水平 无收入=0;低收入=1;中等偏下收入=2;中等收入=3;中等偏上收入=4;高收入=5

家庭收入水平 作为定比变量 , 按原始家庭人均收入数据进入运算

是否有宗教信仰 有=1;没有=0

是否参加社团组织 参加=1;没有参加=0

　　对上述8个可能影响捐助敏感度的自变量和捐助敏感度这个因变量 ,按照线性回归方程进行计算 ,

得到了一个回归方程数据表 ,见表 14。

　表 14　 关于“捐助敏感度”的线性回归模型方程的各项数据(模型 1)

自变量 B Std.Error Beta t Sig.

年龄分组 .187 .128 .098 1.468 .143

个人收入水平 .397 .190 .146 2.087 .038

家庭人均收入 -1.87E-04 .000 -.081 -1.177 .240

受教育程度 .453 .154 .213 2.940 .004

政治面目 2.903E-02 .186 .010 .156 .876

就业状况 .226 .304 .050 .742 .459

是否有宗教信仰 1.532E-02 .554 .002 .028 .978

是否参加社团组织 .702 .561 .073 1.251 .212

常数(constant) 2.197 1.153 — 1.905 .058

　　从表 14所示的模型 1数据来看 ,我们所假定的 、有可能对都市地区普通公众未来的捐助敏感度产

生影响的 8个自变量 ,除了“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水平”之外 ,其余 6个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超过

了0.1 ,因此 ,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掉年龄分组 、家庭人均收入 、政治面目 、就业状况 、是否参加社团和是

否有宗教信仰这 6个自变量在决定都市地区普通公众未来参与社会捐助和其他社会公益及慈善活动的

可能性上所起的作用 。在排除掉这 6个自变量之后 ,我们再进行线性回归的运算 ,得到了表 15。

　表 15　 关于“捐助敏感度”的线性回归模型方程的

各项数据(模型 2)

自变量 B Std.Error Beta t Sig.

受教育程度 .403 .125 .191 3.226 .001

个人收入水平 .375 .159 .139 2.352 .019

常数(constant) 3.589 .587 — 6.112 .000

从表 15所示的模型 2数据来看 ,“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水平”这两个变量对“捐助敏感度”这个

因变量的决定作用继续得到支持 ,显著性

水平分别提升到.001和.019。因此 ,我们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影响我国都市地

区普通公众参与社会捐助及其他社会公益

事业和慈善活动的意愿与投入程度的各个

自变量来说 ,与其他自变量相比 , “受教育

程度”和“个人收入水平”这 2个自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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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能力最强;换句话说 ,对于我国都市地区的普通公众来说 ,受教育程度越高 ,则捐助敏感度指数越

高 ,未来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投入程度也越高 ,而个人收入水平越高 ,也越有可能为社会公益和

慈善活动贡献一定的资源 。

同时 ,从表 14来看 ,是否有宗教信仰和政治面目这两个变量的预测能力最弱 ,究其原因 ,一来可能

是由于宗教实践在我国都市地区还尚未有普及的趋势 ,而政治面目变量的预测力的失效 ,则与当前社会

生活中政治身份作用的衰弱有一定的关联。其他如就业状况 ,之所以预测力也不明显 ,主要是因为在中

国社会中 ,就业方面的数据偏误较大 ,如回答“下岗了”的调查对象 ,很可能有第二甚至第三职业作为经

济来源。

七 、结　论

本文借助《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制度评估和创新》课题组所做的《都市地区普通公众捐助意愿》问卷

调查的数据 ,对我国都市地区公众有关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态度、意愿和行为取向进行了描述性的阐

释 ,并对他们未来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的可能投入程度(体现为捐助敏感度这个指标)进行了解释

性的分析 。

首先 ,对我国都市地区公众关于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以及其他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的态度 、意愿

和行为取向的阐释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都市地区普通公众参与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现有状态

和未来参与意愿;2.他们愿意赋予捐赠接收机构对捐赠资源的自由处置权;3.他们对捐赠接收机构的

预期和要求;4.他们对捐助接收机构未来公信度建设的预期方向;5.他们实施捐助行动的微观促发机

制;6.他们对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及志愿行动的社会认知度 。相应地 ,我们也得到以下重要信息:

1.我国都市地区普通公众目前参与社会捐助活动的程度和未来参与社会捐助活动的意愿都是相

当高的 ,不仅有 90.5%的调查对象目前已经参加过社会捐助活动 ,而且今后参加社会捐助活动的愿望

也能够维持在这一高水平之上;有越来越多的公众愿意选择参加经常性的社会捐助活动 ,以取代目前盛

行的集中募集的参与形式 。

2.从捐赠时是否提出附带要求 、是否允许捐赠接收机构对捐赠款物的去向做出必要调整 、是否允

许它们对捐赠物品进行拍卖 ,以及是否同意捐赠接收机构从捐赠款物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工作经费等

多方面问题综合来看 ,目前我国都市地区普通公众对社会捐助接收机构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的 ,给予了

它们处置捐赠资源的较大自由权。

3.就公众对捐赠接收机构的预期和要求而言 ,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捐赠的方便度(体现为对捐赠网

点覆盖面的要求)、受捐地的信息反馈和他们对捐赠接收机构的监督渠道。

4.由于公众把“贪污 、截留和挪用”与“捐赠款物没有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列为自己最担心发生的

问题 ,因此也为捐赠接收机构未来的公信度建设指明了潜在的主导方向。

5.就促发都市地区公众实施捐助行动的微观社会力量而言 ,我们也发现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动力机

制 ,分别是:“灾情回应模式” 、“工作单位的组织化动员机制” 、“媒体的宣传和引导功能” ,以及“作为生活

方式(观念上和物质上)的提升的社会后果”等 。

6.就与公众未来的参与和投入程度密切相关的社会认知度指标而言 ,目前我国都市地区普通公众

对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以及志愿行动领域的深层信息的了解和占有还处在较初级的水平 ,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公益 慈善领域和志愿行动领域的宣传和公民教育活动还有大

力推进的必要。

最后 ,对都市地区普通公众未来参与和投入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的可能性的解释性分析 ,通过捐助

敏感度指标的建构和线性回归模型的分解 ,我们基本上筛选出了有可能影响公众未来参与可能性的两

个重要变量———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水平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要去预测具有何种社会特征的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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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最有可能投入到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之中 ,或者贡献他们的物资资源 ,或者贡献他们的时间和行

动 ,那么预测效果最好的便是目标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水平 。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收入

的相对水平越高 ,他们投入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中去的敏感度(或称易感性)就越高 。因此 ,未来我国社

会公益和慈善活动的大力发展 ,有赖于受过较高教育并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公民(如白领阶层和各类专业

人士)的积极参与 ,他们是社会公益和慈善团体未来最有潜力的动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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